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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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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讨

区域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 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旅游经

济与城镇化发展总体上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上海、杭州、南京等区域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

都相对较高，苏北和苏中地区城市相对较低 . 综合耦合度和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区、

磨合区、拮抗区和低耦合区 4 种类型 . 培育政策保障与政策调控机制、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旅游服

务提升与市场推广机制、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等多元驱动机制是提高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

平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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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n Coordinativ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Tourism Economic an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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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and the model of coordinative and
harmonious degree，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regional urban tour⁃
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 whole has been in the moderate coupling stage. Shanghai，Hangzhou，Nanjing and the surround⁃
ing citie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s relatively high，and the cites in the northern and middle of Jiangsu prov⁃
inc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s relatively low. Combined with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the re⁃
g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include harmony area，running-in area，antagonism area and low coupling area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The paper thinks that breeding the Multiple driving mechanism，including policy
guarantee and policy regulation mechanism，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running mechanism，

tourism service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mechanism，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justice mechanism，can improve the lev⁃
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tourism economic and urbaniz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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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城镇化问题，中央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推

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要举措 . 作为关联带动性较强的服务性行业，旅游业是推

动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旅游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有利于吸纳农

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的发展也为旅游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和保障 . 因而，旅游经济与城镇化之

间存在交互作用的耦合关系，其耦合作用强度的测评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构建已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重要问题 .
当前，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其一，旅游经济对城镇化的影响 . 旅游经

济是城镇化发展的一种动力，旅游城镇尤其如此 . 旅游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典型发展模式较早受到

关注［1］. 国内外学者在明晰旅游城市化的概念框架基础上，以典型的旅游城市为研究案例，深入探讨了旅

游城市化的特征、模式和机制［1-6］；其二，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 余凤龙等探讨了城镇化进程对农

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7］，杨亚丽等从时空二维视角分析了城市化对国内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8］，王兆峰

等定量分析了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强度，并专门从交通条件改善角度解读了作用强度时空分异的

影响机制［9］；其三，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 . 早期学者多从定性角度分析了旅游业与城镇化之

间的同构互动关系［10-11］，之后计量经济模型和耦合评价模型等定量方法的运用逐渐增多，赵磊和钟嘉雨等

采用计量模型均得出了旅游业与城镇化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12-13］，但徐洁等认为二者不存在

显著的互为因果的关系［14］，高楠等也通过构建西安市旅游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模型对两系统的互动关系

进行了探讨［15］.
综上所述，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但从空间视角来分析两者关系的研究较

少 . 长三角地区作为旅游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充分发挥旅游经济优势、实现城

镇化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这对长三角地区城镇化的积极稳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 基于此，本文以长

三角地区为例，尝试构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 ArcGIS 软件

来分析其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以期能为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持续与健康发展提

供参考依据 .
1 评价体系与研究方法

1.1 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耦合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16］. 旅游经济发展与城

镇化进程之间客观上存在交互耦合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旅游经济发展能够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

城镇化发展质量 . 首先，旅游业是综合性较强的产业，旅游经济发展促进了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融

合，进而推动了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实力，加快了经济城镇化的推进；其次，作为劳动密集型产

业，旅游业具有较强的就业带动性 . 旅游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提升了

人口城镇化质量；再次，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城镇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了城镇与外界的物质流、信

息流及人员流动，使城镇地域范围和辐射强度扩大，从而加速了空间城镇化进程；最后，旅游经济的快速

增长要求城镇建设配套的服务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这有利于社会城镇化的推进 . 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

也为旅游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加快了旅游设施建设，也为旅游活动提供了大量高素

质的从业者，这都有利于推动旅游经济增长 .
综合考虑上述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内涵及前人研究成果［15，17-18］，遵循指标选取的全面性、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原则，将旅游经济分解为旅游经济效益、旅游市场规模和旅游发展效率 3 个维度及相应的 9 个

指标，与已有的仅从旅游收入角度来表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该体系较全面地涵盖了旅游经济发展

对城市经济社会的贡献，从旅游经济绩效角度来考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进程的耦合作用；城镇化是集人

口—经济—空间—社会城镇化四维一体的综合性概念，人是核心，经济是动力，空间是载体，社会是保障 .
因此，将城镇化系统分解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 4 个维度及相应的 12 个

指标（表 1）.
指标原始数据均来源于 2002 年-2013 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及

2002 年-2012 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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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coordinativ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目标层

城镇化 A

旅游经济 B

准则层

人口城镇化 A1
经济城镇化 A2
空间城镇化 A3
社会城镇化 A4

旅游经济效益 B1
旅游市场规模 B2
旅游发展效率 B3

指标层

城市人口密度 A11；城镇人口比重 A12；人口自然增长率 A13
城市经济密度 A21；人均 GDP A22；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A23
土地城镇化率 A31；人均绿地面积 A32；人均道路面积 A33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A41；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A42；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A43
入境旅游收入/GDP B11；国内旅游收入/GDP B12；入境旅游收入/出口商品额 B13

入境旅游人次 B21；国内旅游人次 B22；星级饭店数量 B23
入境旅游人次/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B31；国内旅游人次/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B32；旅游总收入/固定资产原值 B33

1.2 研究方法

1.2.1 熵值法

采用熵值法对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评，主要计算步骤为［19］：①构建原始数据矩

阵 X，该矩阵由 t 个年份、m 个城市、n 项指标构成；②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来

消除量纲对测评结果的影响，标准化后的矩阵记为 X′；③计算各指标信息熵：ei=（-1/lnm）∑［（x′ij /∑x′ij）×
ln（x′ij /∑x′ij）］，该值可用于判断系统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④计算各指标权重：wi=（1-ei）/（n-∑ei）；⑤计

算各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U1，2=∑（wi×x′ij）.
1.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是相互独立又彼此作用的复合系统，因此可借鉴物理学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 . 在
该模型的基础上，学者基于系统间离差最小化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多种耦合协调度模型，其中以廖重斌的

测评模型因简便可行而被广泛采用［20］. 其耦合度模型公式为：C=［（U1×U2）/Π（αU1+βU2）］k. 式中，C 为耦合

度，k 为调节系数，一般取 k=2. α 和 β 为待定系数，由于旅游经济发展不是推动城镇化的唯一驱动力，故分

别赋值 0.4 和 0.6. 耦合度 C 值可判别系统之间耦合作用强度及时序区间，C 值越大，表明系统之间越接近

良性共振耦合，复合系统趋向新的有序方向发展 . 但耦合度仅刻画了旅游经济与城镇化之间匹配的程度，

无法识别其匹配层次 . 因此，需要进一步运用协调度测评模型［20］：R=［C×（αU1+βU2）］1/2，协调度 R 值更能反

映复合系统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
根据耦合度和协调度值可将旅游经济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类型划分 . 耦合度可划分为 4 种

类型：0≤C≤0.3，表明旅游经济与城镇化之间为低水平耦合阶段；0.3<C≤0.5，则为拮抗阶段；0.5<C≤0.8，表
明二者处于磨合阶段；0.8<C≤1，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 . 协调度的类型划分与耦合度类

似：0≤R≤0.3，表明旅游经济与城镇化为低度协调耦合阶段；0.3<R≤0.5，二者为中度协调耦合阶段；0.5<
R≤0.8，则为高度协调耦合阶段；0.8<R≤1，二者处于极度协调耦合阶段 .
2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分析

2.1 耦合度空间格局演化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算 2001 年和 2012 年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并

借助 ArcGIS 聚类工具对测度结果进行可视化（图 1）. 从计算结果来看，区域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耦合

度呈现非均衡的空间格局，耦合度值从 0.039 到 0.999 分布不等 . 两个年份最高的均为上海市，最低的为宿

迁市 . 各城市两年的耦合度均值分别为 0.732 和 0.769，表明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复合系统整体上

还处于磨合阶段，但已非常接近高水平耦合阶段 . 省域对比来看，浙江城市的耦合度普遍高于江苏城市 .
从图 1 中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度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上看，2001 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主

要有上海、苏州、嘉兴、无锡、湖州、杭州、金华、台州和丽水 9 市，2012 年增加了宁波、绍兴、温州和衢州 4
市，而无锡和丽水分别倒退至磨合阶段和拮抗阶段 . 处于该阶段的城市或者集聚在上海、南京和杭州 3 个

核心城市周围，或者分布在核心城市间的交通干线上 . 这些城市旅游经济和城镇化之间已达到良性共振

耦合，复合系统趋向新的有序结构；2001 年处于磨合阶段的城市包括温州、绍兴、宁波、南通、淮安和连云

港 6 市 . 2012 年处于该阶段的浙江城市耦合度提升明显，温州、绍兴和宁波均从磨合阶段跃迁至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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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阶段，而处于该阶段的江苏城市中，南通和连云港未发生迁移，淮安退至拮抗阶段，无锡从高水平耦

合阶段退至磨合阶段，只有徐州和常州从拮抗阶段迁移至磨合阶段；2001 年处于拮抗阶段的城市主要有

徐州、盐城、泰州、常州和衢州 5 市，2012 年位于该阶段的主要有淮安、盐城、泰州和丽水 4 市；两个年份均

只有宿迁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 . 可以看出，处于拮抗阶段和低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苏北和苏

中地区，该地区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说明该地区旅游资源优势

并未完全转化成旅游经济优势，使得旅游经济和城镇化复合系统不断向无序方向发展 .

图1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化

Fig.1 Map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value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2.2 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化

从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度的计算结果来看，2001 年和 2012 年上海的协调度值都最大，分别为

0.87 和 0.86，表明上海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处于极度协调耦合状态，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001 年淮安

的协调度值最小（0.17），2012 年宿迁的协调度值下降为最低（0.06），表明宿迁的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还

处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 . 从各年份的协调度均值来看，2001 年和 2012 年分别为 0.41 和 0.45，均处于中度

协调耦合阶段 . 均值有所提升，说明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进步 .
从图 1 中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协调度空间分布及其演变上看，2001 年和 2012 年处于极度协调耦合

阶段的城市只有上海 . 2001 年处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的城市主要有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和舟山 5 市，

2012 年增加了宁波和舟山 . 处于极度和高度协调耦合阶段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与南京周围，逐

-- 104



王 坤，等：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步形成了以南京、上海与杭州为节点的“Z”字形集聚分布格局，这些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水平均相对较

高，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较强；2001 年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的城市包括扬州、镇江、常州、湖州、嘉兴、

宁波、绍兴、金华和台州 9 市 . 这些城市在 2012 年除镇江和宁波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迁移为高度协调耦

合阶段外，其余均未发生变化 . 同时，徐州、连云港和南通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变为中度协调耦合阶段 .
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的城市主要分布于浙江及苏中地区；两个年份处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的城市空间

集聚现象明显，主要集中在苏北和苏中地区 . 这说明该地区两系统之间协同效应较弱 .
2.3 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类型

综合长三角各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 4 种类型区，其空间可

视化结果如图 2 所示 . ①类型Ⅰ：和谐区，即高耦合、高协调地区，耦合度在 0.8 以上，协调度在 0.5 以上 .
2001 年该类型区主要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和舟山 6 市，2012 年增加了宁波、温州和镇江 . 可
以看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等中心城市及其交通连线上的城市，这些

城市已经处于旅游经济与城镇化之间高度耦合走向高度协调的阶段；②类型Ⅱ：磨合区，即高耦合、中协

调地区，耦合度在 0.8 以上，协调度在 0.3~0.5 之间 .2001 年该类型区主要包括嘉兴、湖州、金华、台州、丽

水、镇江和扬州 7 市；2012 年部分城市发生类型区迁移，绍兴和衢州由拮抗区升为磨合区，镇江由磨合区

迁移至和谐区，丽水则由磨合区退至拮抗区 . 磨合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区域中心城市的外围

地区；③类型Ⅲ：拮抗区，即中耦合、低协调地区，耦合度在 0.3~0.8 之间，协调度在 0.5 以下 . 2001 年主要

包括连云港、徐州、淮安、盐城、泰州、南通、常州、宁波、绍兴、温州和衢州；2012 年宁波和温州由拮抗区跃

迁至和谐区，绍兴和衢州由拮抗区升为磨合区，丽水由磨合区退至拮抗区 . 该类型区主要集聚在苏北和苏

中地区；④类型Ⅳ：低耦合区，即低耦合、低协调地区，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在 0.3 以下 . 两个年份均只有宿

迁属于该类型区，是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相互作用较小的地区 .

图2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分区

Fig.2 Types of coupling & coordinating areas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3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3.1 驱动因素分析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系统内部多种因素共同驱动所形成的结果 . 由于熵值法所测算的

指标权重值大小表示该指标在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的强弱，本研究选

取子系统各维度中权重值最大的指标作为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 为深入分析各驱动因素的

作用大小，选取入境旅游收入占出口商品额比重（X1）、入境旅游人次（X2）、入境旅游人次占第三产业从业

人数比重（X3）、城镇人口比重（X4）、城市经济密度（X5）、人均绿地面积（X6）和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X7）

作为自变量，将协调度（Y）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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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ple regression of coordinating degree and impacts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年份

2001

2012

模型

Y=0.301X1+0.234X2+0.312X3+0.163X4+0.138X5+0.028X6+0.090X7

（0.667） （0.791） （0.661） （0.759） （0.717） （0.666） （0.817）
Y=0.260X1+0.146X2+0.394X3+0.444X4+0.078X5+0.129X6+0.203X7

（0.635） （0.780） （0.826） （0.807） （0.676） （0.676） （0.825）

R2

0.847

0.879

F

13.457

17.724

p

0.000

0.000
注：括号内数字为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相关系数 .
由表 2 可知，因变量与自变量观测值的决定系数由 0.847 增加到 0.879，说明 2001 和 2012 年自变量

与因变量之间的解释度分别为 84.7%和 87.9%，呈现增长态势，且多元回归的拟合效果较显著 . 从相关系

数上看，所有自变量均超过 0.6，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显著性相关关系 . 其中，2001 年只

有 X7的相关系数高于 0.8，2012 年 X3和 X4的相关系数也超过 0.8，这说明在 2012 年，除了社会保障变量

外，人口集聚和服务水平也对旅游经济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 多元回归模型中标准回

归系数值能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重要程度，从两个年份的标准回归系数上看，人口集聚（X4）、服务水平

（X3）、旅游经济贡献（X1）、市场规模（X2）和社会保障（X7）等因素对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

发展起到了重要驱动作用，而其他因素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 .
3.2 驱动力分析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上述主要驱动因素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多种驱动力共同作用

的结果 . 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可以概括为政策调控力、经济驱动力、社会促进力、市场推动力和服务竞

争力 .
（1）政策调控力 .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保障是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体现，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城镇化是核

心，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行政体制等的改革和实施是政策调控力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体现 . 旅游投资

的政策支持、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等是政策调控力对旅游经济发挥作用的直接行为 . 因此，政策保

障和政策调控机制是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机制 .
（2）经济驱动力 . 经济驱动力是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 . 经济发展主导着城镇

产业定位和功能转型，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旅游产业链

的延伸和功能的拓展是农业转变成非农业产业的重要方式 . 因此，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是旅游

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机制 .
（3）社会促进力 . 社会保障能力对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是

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公共福利、就业、医疗与教育等保障社会公平性的措施是城镇化的社会要求 . 同
时，旅游产业的发展能促进城镇化的发展，旅游业带来的就业机会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一种重要途径 . 培
育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对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

（4）市场推动力 . 市场推动是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现实动力 . 城镇化进程推动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均衡性增长、消费结构日趋合理，这为旅游经济增长提供了需求基础 . 同时，培育城乡居民的旅游消费意

识，提高旅游消费能力，扩大旅游经济的本地市场效应，从而提升旅游经济水平，这又进一步推动城镇化

进程 .
（5）服务竞争力 . 旅游业服务竞争力的提升是推动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通过旅游服务体系的建

设与完善，促进旅游服务水平的提升，增强旅游经济实力，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化质量 . 服务水平

的提升也有利于居民旅游体验质量的提高，生活幸福感的增强，从而推动城镇化的良性发展 . 因此，通过

建立旅游服务提升与市场推广机制可有效提高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 .
总之，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上述驱动力作用于驱动因素的过程，根据各种类型的驱动

力可构建相应的政策保障与政策调控机制、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旅游服务提升与市场推广机

制、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等驱动机制，区域通过培育多元驱动机制可推动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协调、

快速发展（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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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Fig.3 The drive mechanism of system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4 结语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2001 年和

2012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旅游经济和城镇化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进而分析了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

间格局及其演化，并综合耦合度和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 4 种类型区，最后构建了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

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主要结论有：

第一，2001 年和 2012 年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复合系统总体上还处于磨合阶段 . 耦合度的空间分

异明显，上海、杭州和南京等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耦合度较高，复合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而苏

北和苏中地区多数城市处于拮抗或低水平耦合阶段 .
第二，从协调度来看，两个年份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复合系统均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 . 协调度的空间

分布上，处于极度协调耦合的城市只有上海，在上海、杭州和南京的带动下，处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的城

市逐步形成了以南京、上海与杭州为节点的“Z”字形集聚分布格局，而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的城市主要集聚

在苏北和苏中地区 .
第三，综合考虑耦合度和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区、磨合区、拮抗区和低耦合

区 4 种类型区 . 和谐区和磨合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等中心城市及其交通连线上的城市，拮抗区

集聚在苏北和苏中地区，只有宿迁位于低耦合区 .
第四，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由驱动因素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多种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

果 . 主要驱动力包括政策调控力、市场驱动力、经济驱动力、社会促进力和服务竞争力 . 通过培育相应的

多元驱动机制可推动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
需要说明的是，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测评及其驱动机制构建对于区域旅游业和城镇化和

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初步选取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指标变量测算了 2001 年和 2012 年长三角地

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但构建具有普适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长时段多节点来研究旅游经济与城镇化

耦合协调发展十分必要，值得深入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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